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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國家是否可能回應 
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檢視 

呂建德 

伴隨著全球經濟在各領域進一步的整

合，「全球化」已經形成一股形塑當代社會

變遷的巨大力量。此一概念被廣泛的使用

在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領域當中

。全球化一詞似乎在今日已經成為大家朗

朗上口的一個流行語，但事實上作為一個

被認識的對象，『全球化』在人們心中所浮

現的圖像卻不盡相同。而此中認知的不同

不僅浮現在一般大眾與知識份子之間，即

使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此一新興現象的認知

也存在著相當的歧異。事實上，迄今為止

，全球化沒有一個全球都接受的定義（

Nayyar, 2002; Ohame, 1996）。  

透過晚近國內外諸多學者的研究，我

們已經可以逐漸清楚的描繪出『全球化』

的一般圖像及其影響，對於釐清這種認知

上的巨大歧異有莫大的幫助。例如許多研

究就指出，在政治層面全球化帶來了民族

國家的式微和超國家組織的興起等現象；

或經濟層面上如龐大跨國企業帶來的巨大

產能，和頗具爭議的全球不平等現象，以

及牽連廣泛的金融風暴等；再如文化層面

中時常討論到的在地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全

球文化的普遍性問題等。 

一般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

使新自由資本主義從勞動和民族國家中解

放出來，帶來國際金融全球化、貿易與生

產的國際化、勞動力跨國移動等新興現

象。全球化對於福利國家所帶來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四個層面，分別是：金融全球

化、貿易國際化、生產國際化以及勞動市

場的變動（Scharpf, 2001）。80 年代之前，

企業的籌資管道主要是透過銀行；自 80

年代之後，債券市場和衍生性金融商品的

發達，以及跨國企業的生產增加，使得大

量的資金轉出與挹注的流動頻繁。此外，

科技與網際網絡線上交易的發達，使得政

府無法掌握確切稅收額度，另一方面，政

府為了吸引外資，進而降低商業稅賦負

擔，造成國家稅收減少（Rodri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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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握有資本的企業家，站在權力與利

益的制高點上，為了尋求更低廉的生產成

本，將生產部門移往勞動力成本較低的國

家 ， 因 而 造 成 低 技 術 勞 工 失 業 的 問 題

（Msihra, 1998）。 

其次，全球化後的生產方式由大量生

產的福特主義方式轉向彈性生產的後福特

主義方式，彈性化的工作，使原本以全職

工作為主，轉變為部分工時工作或臨時

工，增加工作的不確定性（蔡明璋，2006）。

因此，就經濟面而言，國際貿易資金更自

由快速的流通，對於企業自由發展有很大

的助益，然而相對於沒有掌握生產工具的

勞動階級，卻必須面臨經濟全球化所帶來

的新風險（Scharpf, 2001; Swank, 2003）。 

最後，國際資本以不同的型態在國際

間移動，包含信用（貸款和債券）往來、

投資（FDI、股票）與貨幣（外匯交易）

的流動。隨著布列頓伍茲體制的瓦解，固

定匯率改為浮動匯率制，便利的通訊工具

革新大大降低交易成本，大量的創新制度

促成了國際金融市場高額的交易量。熱錢

投資的增加，特別是在證券投資。國際熱

錢使得投資者透過投資的彈性與多元組合

而獲得最大的利益，也讓企業的集資管道

多元化。利率水準逐漸由全球市場，而非

由國內的央行決定。另一方面，由於匯率

的變動幅度增大，投機者利用匯率的落差

進行投資，如衍生性金融商品（期貨、選

擇權）的流動。 

在上述幾種國際資本種類中，其中有

價證券投資組合（例如股票、債券、外匯

交 易 與 銀 行 借 貸 ） 比 起 直 接 海 外 投 資

（FDI）成長更加快速，而且有日趨不穩

定的情況，其結果便是可能來得快，去的

也快。國際金融資本移動速度增加始自

1974 年左右，在 1980s 中葉再度快速增

加 ， 熱 錢 總 流 入 的 淨 值 換 算 成 每 年 在

OECD 國 家 GNP 約 為 3%（Simmons, 

1999），但在部分國家卻更高，例如亟需大

量資金投入帶動經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

然而，由於私人投資促成國際熱錢的快速

流動，易受市場恐慌波動，例如 1997 年「亞

洲金融風暴」受流言影響，投資人大舉抽

出資金，在東亞地區與全世界形成連鎖效

應。國際熱錢的迅速流動，勢必影響各國

經濟體系，政府若任憑國際資本在國內流

動，卻欠缺總體調控的能力， “金融風暴” 

可能又再度引發。 

 

『全球化』的爭論由來已久，諸如內

涵、面向、起源以及影響範圍，至今尚無

明確的定論。甚至今日的全球化趨勢是不

是一個嶄新的現象，都仍處於眾說紛紜的

狀態。Held 與 McGrew（1999）將這些全

球化的爭論歸納成以下三種主要的看法。

一、超全球主義：全球化意味著人類的社

會生活更進一步地涵蓋在市場運作規則之

下，而經濟領域脫離了民族國家的治理範

圍。在國際分工以及新管理模式之下，民

族國家的權力不再牢不可破，反而成了遞

送全球化種子的媒介。二、懷疑論：這個

論點認為，從十九世紀以來的世界貿易、

投資與勞動力移動的統計數據來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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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程度還比不上金本位時代（Hirst and 

Thompson, 1992）。同時，懷疑論者也否認

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日益興盛的趨勢下崩解

毀壞，相反地，他們主張所謂『新的經濟

秩序』仍舊以民族國家為主軸，亦即國家

的角色對全球資本流動涉入甚深，全球化

所伴隨而來的新管理模式只是過去的強權

國家繼續對外攻城掠地的新的形式而已。

三、轉型主義：全球化是政治、經濟與社

會變遷的觸發器，新的全球秩序在這個過

程中於焉成形。經濟自由化促使傳統的國

家疆域逐漸模糊，而國家權力也不再能全

然主導經濟力量，因此國家的管轄權力必

然超脫既有的疆界，進而逐漸形成權力分

散於地方、國家與區域的『全球治理』治

理機制。總之，對轉型論者來說，『全球化』

意指經濟秩序、國家權威以及階級體系的

重新建構與調整過程。分析而言，這三種

主要觀點的論證如下： 

 

該觀點主要是讚揚全球單一市場的出

現，並認定全球競爭將帶動人類人文明的

進步，在全球單一市場形成的過程中，生

產、貿易與金融等逐漸無視於疆界而形成

跨國網絡，民族國家將喪失對經濟活動的

掌控；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亦代表了全球

分工市場的形成，亦即每一個民族國家將

淪為全球競爭市場網絡下的定點。舊式的

民族國家在無法及時提出對策以因應全球

環境的變遷即無法藉由自身的力量來回應

人民的要求，國家主權及合法性將逐漸的

遭到侵蝕，取而代之者將會是如跨國企業

等新型態的組織。超全球主義論的代表人

物大前研一在其民族國家的終結一書中提

出了「區域國家」這一概念，強調有經濟

潛力與經濟實力的地區應擺脫往日民族國

家的包袱，而為求確保經濟發展成果而吝

於 與 其 他 較 落 後 的 地 區 分 享 （ Ohame, 

1996）。該做法或許使某些具經濟優勢的地

區累積足以因應全球化衝擊的能量，但卻

無視於幾個世紀來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

幾歷艱難而成形的國家公民權利，甚至更

侵蝕當代民族國家之合法性的根基。 

 

相較於超全球主義論者而言，懷疑論

者並不認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經濟體系是人

類生活最佳的架構，並且從 19 世紀以來的

世界貿易、投資與勞動力流動等統計資料

來推論全球化的真實意義。懷疑論者抨擊

超全球主義論者對民族國家悲觀的預測，

並認為在未來國際互動增強的經濟體系

下，民族國家的角色並沒有減弱，因為各

各民族國家政府將成為國際化的基本架

構，加強了國際化勢力對民族國家政府規

範 權 利 的 依 賴 （ Hirst and Thompson, 

1992）。 

 

轉型論者並不否定全球化的存在，而

將之視為一種由多種因素長期衝突整合的

辨證過程，但在另一方面也不似超全球主

義論者般的盲目信仰全球化所能發揮的影

響力。其論點主要放在全球化脈絡下民族

國家功能與權威的再造與重塑；即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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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種主權、領土與國家

權力間的「重置」關係。以世界貿易組織

（WTO）為例，該組織雖為一跨國的架

構，但其權力基礎卻是立基在民族國家的

權威之上，其運作之方針需得各成員國之

協商同意；相反的，民族國家身處在此一

跨國組織的架構下，亦無法再如往常般以

期 疆 界 對 主 權 完 整 性 作 一 嚴 密 的 保 護

（Scharpf, 2001; Swank, 2003）。 

在本文中，我們並不如懷疑論者般否

定全球化的真實意義，亦不跟隨超全球化

主義論者的腳步盲目信仰全球化的影響

力，因此將從轉型論者的觀點來有限的認

定全球化現象的存在並以福利國家為對象

觀察民族國家在因應全球化的對策。 

 

全球化的負面後果已經有相當多的討

論。首先是越來越多環境和生態的破壞，

整個資本主義跨國的生產不斷的耗用資

源，造成環境的破壞，這些環境的問題已

經是跨全球的，例如巴西雨林、全球暖化、

車諾比核電廠爆炸，這是和全地球人類息

息相關；第二，越來越多的經貿、人口移

動、國際組織性犯罪增加造成國家疆域管

制能力的降低。第三是國際疾病的傳染。

南美洲印地安人在 15 世紀大量死亡是由

西班牙人帶進去的，他們身上缺乏這種抗

體。這些個體、組織、部門的互動越來越

頻繁，密度越來越增加，疾病也就跟著傳

染，最顯著的例子是歐洲的狂牛症以及

2003 年的 SARS 風暴重創了當時亞洲各國

的經濟。 

 

猶如我們在上一節所看到的，全球化

在 1990 年代之後成為社會科學熱門的重

要研究主題，包括從文化、經濟、勞動等

各個層面探討與分析全球化所帶來的各種

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影響。其中，與福利

國家最緊密相關的問題有兩個，一是對於

勞動市場的衝擊，另一個則是對於所得分

配的影響。全球化對勞動市場結構影響的

因素主要在於國際比較利益原則的驅動之

下，全球的資本、投資、勞動力的移動，

以及全球商品的流動與商業的分工，進而

對勞動市場產生作用與影響。首先，在國

際貿易中，農工商品在不同國家貿易，進

而在比較利益的原則下，以原料、半成品

與零組件的型態進行全球的貿易與流通：

而跨國企業基於利潤極大化的目標，與國

際比較利益原則下，將管理、生產銷售等

工作以及將生產製造中的每一個過程予以

分開，並分別在不同國家進行，同時利用

國家間的不同管理規章，繳納最少的稅，

雇用最少的工人，並進一步對國家有降

稅、降低勞動條件、以及減少勞工保障與

支出的要求。又基於反應市場快速變化的

要求與移轉風險，組織的彈性亦加大、企

業的生產活動亦有重大的改變：及採取包

括跨國契約外包、及時生產與少量多樣的

生產方式（Mishra, 1999）。 

此一變革對勞工的影響，即是所謂的

關廠及資遣員工的情形與數量增加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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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勞工的就業市場有了結構性的改變，失

業與薪資降低的風險增加了。在企業利潤

增加、生產銷售增加的同時，工作機會卻

相對減少，且政府的稅收也減少了。另方

面，政府為了吸引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卻不得不以減少稅賦及降低勞動條件來吸

引國際投資。其結果是國家的稅收減少

了、勞動風險提高了、勞工對社會安全的

需求提高了，並進而形成國家間的降稅競

爭（李易駿，2001；呂建德，2001）。在全

球化的結構性影響之下，臺灣勞動市場結

構所面臨的可能是勞動市場的自由化、彈

性化、去管制化、和勞工的協商能力的下

降（呂建德，2001），而這可能進一步加遽

了勞工之間的所得不平等與就業的不安全

（李易駿，2003；2001；呂建德，2001；

陳坤銘與楊書菲，2007）。 

全球化對勞動市場的衝擊直接反映在

高失業率上。福利國家不僅需因應無法充

分就業所帶來的問題，還必需防止大規模

的失業產生。在這段期間，各國對物價穩

定或維持充分就業各有不同的政治著重

點，但在其用來採用維持就業策略上，也

有明顯的差異。就經驗上來看，到目前為

止並沒有一個制度模式可以同時實現充分

就業與持續的平衡成長。新經濟下工業投

資所能帶來的工作機會似乎相當有限，為

了維持國際的競爭力，降低勞動成本及解

雇勞工是一般常見的作法。Streeck（1998）

就提出競爭力重建的長期後果似乎是國內

工業關係可作為社會安全來源的能力下

降，且企業在承受人力過剩的壓力時，對

需求也會變得較不敏感。同時，公司競爭

力的能力衰退及對勞動組織的瘦身，都將

使很多過去在福特主義的工業關係中所強

調的保障性功能外部化。至於國家在因應

上，則需找到可重建社會福利支出的方法

以滿足讓經濟更具競爭力的需求。在福利

國家中，工作數量下降連帶的是政府為維

持高工資替代率，處理退休人力過剩的能

力。意即若要解雇勞工，常需要相關的提

早退休方案等政策的配合才能有效解決，

且 不 致 於 造 成 社 會 問 題 （ Ebbinghaus, 

2004）。 

 

另一個關於全球化影響的討論是關於

全球化是否會造成經濟不平等或至少所得

不平等呢？這個問題已經困擾學術界相當

長久一段時間，因此也存在著不同的歧

見。這個問題最早可以上溯至國際經濟學

中有關貿易帶來福利改善的討論。國際貿

易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家 David Ricardo

的觀點，他認為如果個別國家能夠利用自

己的比較利益，那麼在國際勞動分工當中

就給所有人帶來最大利益。而國際經濟解

釋工資差異與貿易開放關聯性的主要理論

則是 Heckerscher-Ohlin-Samuelson（HOS）

模型。HOS 理論建立在相對產品價格和要

素價格（工資）的對等（一對一）關係上。

由於國際貿易引起相對價格改變，進而影

響要素需求改變，最後將導致要素報酬的

比例增減。假設兩個國家（一個為發展程

度較高的已開發國家，另一個為相對發展

程度較低的開發中國家）、兩種生產要素

（高技術人力及低技術人力）及兩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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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密集產品及低技術產品）的 2*2*2

模型，根據 HOS 模型的預測，如果兩國開

放貿易，發展程度較高的國家將出口技術

密集產品，進口低技術產品。如此一來，

已開發國家中的低技術產品價格將會下

降，低技術工資也隨之下降，高、低技術

的相對工資差距擴大。反之，開發中國家

的出口擴張，對於其具有比較利益的低技

術勞工需求增加，使得低技術工資上升，

高、低技術工資差距縮減（曹添旺等，

2006：348）。換句話說，如果已開發國家

與新興工業國家進行貿易的話，已開發國

家的低技術勞工將會面臨所得差距擴大、

甚至是失業的影響。不過就實際情形而

言，國際貿易對所得不均影響的複雜度，

遠超過理論上的假設，包括了從國外直接

投資、獨佔廠商的行為以及技術偏向等等

生產方式的因素都會影響或是改變高、低

技術勞工的相對價格，或甚至有人從全球

化和區域化的差異詮釋造成所得不均的因

素。因此，在實證上也有相當大的歧異存

在著。 

目前社會科學界對於經濟全球化所導

致的社會不平等程度擴大，仍存有許多不

同的看法，但主要的爭論點是集中在：是

否隨著貿易、生產、金融及勞動力移動等

面向的全球化，使得不平等的現象有惡化

的趨勢。所謂的不平等，可由二方面討論：

一是以全球人口為單位，比較國際間、洲

際間的所得是否有擴大的趨勢；另一是以

民族國家為單位，比較一國之內技術勞工

與非技術勞工之間的薪資所得差距有拉大

的現象。關於全球化是否加大了國際間的

不平等趨勢，目前在學界多有爭辯，但在

全球貿易往來更加頻繁後，所造成的各別

國家內部平等的增加也日漸取得共識。有

鑑於此，較受到關注的議題漸轉移至國內

技術勞工、非技術勞工二者間的薪資所得

差距。對於此一爭論，諸多學者有不同的

觀點、分析。 

呂建德（2001）指出，1970 年代以後

歐美的社會經濟結構出現了若干變化：一

是失業人口的不斷上升，以及社會不平等

有增加的趨勢；另一是國家管制經濟系統

的能力降低，失業問題在西歐尤其嚴重。

因自 1970 年代末期開始，提供合理工資，

優渥的職工福利及津貼的傳統福特主義式

勞動市場已日漸縮小，取而代之的是薪資

較低及較低勞動保障的彈性化勞動市場。

此勞動市場在全球化的因素下，斷裂成二

個團體，一個是和全球市場相關的工作，

另一個是和全球市場無關的工作，前者所

強調的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鏈中具有

高附加價值的一環，而使得其薪資水準不

斷上升，後者則是佔據較低附加價值的部

分，或是根本完全被排除在全球市場之

外，成了全球化下的輸家，其結果成了社

會兩極化的現象，而在此之中，維持社會

穩定的中產階級逐漸減少。 

在此一轉變中，我們發現勞動市場上

不確定就業型態的日益增加。在歐洲，因

長久以來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備及制度化，

失業者一般可以領取相當優厚的失業給付

或社會救助金，使得政府在維持社會平等

的目標上有良好的表現。在美國，因政策

鼓勵勞動市場的彈性化，解僱條件的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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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薪資談判彈性化，其結果雖使得美國的

失業率在 OECD 國家表現凸出，卻也見到

持續升高的貧窮率及社會不平等程度的增

加。 

有關贊成全球化或是國際貿易會造成

所得不均的相關實證研究，例如 Gustafsson 

and Johansson（1999）的研究，他們就試

圖了解從 1970 年代之後主要國家所得不

均的影響因素，因此綜合早先對所得不均

的影響因素，包括去工業化、全球化等和

女性就業等等因素，發現主要有五點因素

影響著所得不均擴大。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即是與新興國家的貿易，特別是製造業產

品的貿易量。此外，Aldersen and Nielsen

（2002）也發現類似的結果，他們從全球

化的幾個指標來測量國際貿易對所得不均

的影響，包括了移民、直接投資、南方國

家進口佔 GDP 的比例等變項來預測全球

化對 Gini 係數的影響，結果發現，移民、

直接投資和南方國家進口佔 GDP 比例等

全球化的指標都對 Gini 係數有顯著性的影

響。其中，他們認為全球化會削弱勞工或

是工會組織的力量，使得他們無法在全球

化競爭體系當中取得與雇主組織之間的議

價權力；另一方面，則是大量的移民更進

一步削弱了勞工與雇主之間的對等權力，

和弱化薪資相對價格。 

另外，除了貿易全球化之外，對於正

在形成的東亞與東南亞貿易體系而言，區

域化的議題對於各國也越來越重要重要。

歐洲國家從 1950 年代開始，成立了歐洲煤

鋼組織之後，區域之間的整合隨著時間的

推演也更進一步地在不同的經濟、政治、

文化與社會層面之間進行不同程度的整

合。其中 Beckfield（2006）指出區域整合

的兩個主要層次，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

會透過不同的機制影響所得不均。前者，

會透過國際相對薪資的壓力和就業競爭的

機制惡化所得分配之間的不均；後者，則

是會透過對福利國家制度的影響而增加所

得不均的差距。基本上，歐盟會員國透過

所簽訂的相關條約，如 Maastricht 條約等

等，限制了以往福利國家賴以維生的擴張

性財稅政策與就業政策，而造成福利國家

的重分配措施受到嚴格的限制。為了加入

成為為歐洲貨幣同盟（the European Mon-

etary Union）的一部分，成員國必須符合

1991 年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的規範：1.赤字不能超過 GDP 的 3%；2.

全國負債不能大於 GDP 的 60%；3.通膨不

能高於三個最低通膨水準的三個歐盟國家

的平均的 1.5%；4.長期利率不能高於最低

通膨的歐盟國家的 2%；及 5.匯率必須降到

匯率機制（the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之內。為遵守這些高度限制的指導方針，

歐洲許多福利國家很快地失去其實行擴張

性財政及貨幣政策的能力。 

 

如果我們追溯過去福利國家發展的歷

史脈絡可以發現，福利國家的出現主要是

回應在工業化下，快速的社會變遷所產生

的集體風險問題。二次大戰後為福利國家

的黃金時期，此時世界各國所面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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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多圍繞在失業、退休與殘疾所帶來

的所得危機，故社會政策焦點多在於經濟

安全、去商品化與對抗貧窮上。 

西方各福利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衝

擊、各國之擴張與轉變之方式，主要可以

區分為三種方式： 

一、工業主義邏輯（logic of industri-

alism approach）； 

二 、 權 力 資 源 論 （ power resources 

approach）； 

三、國家中心論（state-centered ap-

proach）。 

工業主義邏輯主張經濟發展為解釋福

利國家擴張最主要核心，亦即西方各國隨

著工業化的發展，必然會面臨到相同的需

求與社會結構上的轉變，而福利國家為必

然之解決路徑（Cameron, 1978）。然而，

由於對經濟發展的重視，導致忽略了政治

與社會層面的力量也會使福利國家產生不

同的變化，因此產生了權力資源論，其強

調 工 會 與 左 派 政 黨 力 量 之 重 要 性

（Esping-Andersen, 1999）。當左派政黨與

工會力量越強大的國家，其福利體制的發

展越旺盛。而國家中心論者則認為，除了

經濟發展、政黨與利益團體之間的結合，

各國的憲政體制、立法程序與官僚制度也

應該被當作是解釋福利國家發展的重要因

素（Huber and Stephens, 2001; Lin, 2004）。 

過去關於研究全球化對福利國家影響

的觀點，主要由兩大理論陣營所主導：分

別是「效率假設」（efficiency hypothesis）

和「補償假設」（compensation hypothesis）。

不過值得探討的是，是否真的如同「效率

假設」所預測，全球化是與福利國家成反

比趨勢，也就是說，當國家面對全球化所

帶來的激烈競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跨國

企業低頭，採取減少勞動保障來換取提升

企業的競爭空間，因此導致各國在福利政

策上趨於一致的緊縮（Ohame 1996）。或

是如同「補償假設」所提出的，隨著全球

化的來臨人民與社會將產生不同的需求，

而國家為了要補償市場競爭所帶來的不公

平，反而會擴張福利支出（Cameron 1978；

Garrett 1998； Garrett and Mitchell 2001；

Rodrik 1997）。這些都仍然值得進一步以經

驗研究的方式來加以肯證或否證。Mishra

（1999）就在整理了相關的辯論後，羅列

了以下七大論點，來分析全球化對於福利

國家的衝擊與影響途徑。 

論點一 全球化降低了國家透過通貨

再膨脹化的財政手段追求充分就業與經濟

成長的目標，一國之內的凱因斯主義因而

無法被視作是一個可行的選項。 

論點二  全球化透過勞動市場彈性

化，一個分殊的後福特主義式勞動力與分

散式的工資談判體系而導致了工資與勞動

條件的不平等，全球競爭與資本在全球範

圍內的自由移動導致了社會傾銷與工資及

勞動條件的向下沉淪。 

論點三 由於政府必須將赤字及債務

降低，全球化對於社會保障與社會支出施

加了一種向下調整的壓力。另一方面，國

家又以降低稅負負擔為主要政策目標。 

論點四 全球化透過降低國家和衷共

濟及合法化所得的不平等的手段弱化了社

會保障在意識型態上的基礎，特別是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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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低水準的要求。 

論點五 全球化弱化了社會夥伴與組

合主義的制度結構，因為它將原先均衡的

權力結構由勞工與國家身上轉移到資本家

身上。 

論點六 全球化藉由排除中間偏左的

取徑而使國家的政策選擇大為受限，就此

意義而言，它意味了意識型態的終結。 

論點七 全球化的邏輯與國家社群及

民主政治的邏輯相互牴觸，社會政策乃被

視為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的民族國家兩者

間相互爭辯的一項主要議題。 

以上七大論點主要是爭論全球化是否

真的對福利國家有所影響，綜合來說又可

以分成以下三種不同的觀點： 

 

Mishra（1998, 1999）認為在全球競爭

壓力之下，國家政府追求充分就業與經濟

成長的能力受限，並促進了薪資所得與工

作條件的不平等。並且增加了政府對於社

會保障與社會支出的壓力。弱化了支撐社

會 保 障 的 意 識 形 態 。 削 減 了 社 會 夥 伴

（social partnership）與勞、資、政的三角

關係。 

 

Pierson（1999）認為福利國家的壓力

來自國家的經濟成長從製造業轉型到服務

業的過程，導致了生產力的下降，經濟成

長率也隨之下滑，而侵蝕到福利國家的財

政基礎；而由於這些先進福利國家的體制

多趨於成熟，福利的涵蓋率高、支付範圍

廣，這樣的結果導致了其財政問題愈益嚴

重而政策上的彈性也較小；加上近年人口

老化，老人年金與健康照護需求增加，而

青壯工作人口下降，提供福利財源的社會

成員減少，兩種問題相加造成福利國家的

主要危機。 

 

此觀點認為全球化反而能促進福利國

家的改革。不同福利國家所承受的全球化

壓力本來就不相同，而經濟社會的全球化

意謂風險社會的全球化，此隱含全球層面

與民族國家內部各相關部門間的調整與適

應 問 題 （ Rudra, 2007; Glatzer and 

Rueschemeyer, 2005）。在全球性有效治理

機制未出現之前，民族國家還是必須面對

挑戰，負起主要回應責任（呂建德，林志

鴻，2001）。所以全球化反而是提供了福利

國家改革的正當性（Deacon et al., 2003）。 

從上述三種論點我們可以得知過去對

於西方福利國家面對全球化所發展的理論

已經相當多元，並且仍然缺乏一致性的看

法。而在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民主

化 程 度 、 工 會 組 織 化 結 社 程 度

（unionization）等指標都較高發展狀態的

西方國家為低。加上其勞動力商品化和無

產階級化程度都較為偏低，若是採用過去

研究西方福利國家的推論方式，似乎都無

法合理的解釋當開發中國家面對全球化衝

擊時，會採取何種社會支出的調節，是緊

縮還是擴張？以下本文先就開發中國在經

過全球化轉變後，其社會與經濟產生的變

化作為開端，來探討其為何不能如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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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發國家一般，能夠快速的弱化並解決

新興的社會問題。 

在目前關於開發中國家福利體系的產

生及其特徵的解釋大概可以分成兩種截然

對 立 的 觀 點 （ Glatz and Rushermeyer, 

2005）。一種觀點是「趨同論」（convergency 

thesis），這種觀點認為後進發展國家的福

利體系受到開放經濟的影響正在並且也即

將趨同，這包括上述的「效率假設」與「補

償假設」。但是對於開發中國家福利體制的

討論，有部分學者認為「效率假設」所提

出的經濟開放造成對社會政策縮減的影

響，並非如同一般所認為是首要影響的因

素。他們認為真的影響的原因在於經濟制

度「突然的開放」，與政治結構上「舊制損

毀、新制未興」的情形有很重要的關連，

過去蘇聯共產政權的瓦解以及拉丁美洲遭

遇的金融危機，就是很好的例子。在「補

償理論」中 Garrett and Nickerson（2005）

則提出資本流動（capital mobility）和公共

支出（public expenditure）之間存在著正向

的關係，而民主化又加強了這兩者的連結

（Haggard and Kaufmann, 2004）。此種說

法主要是以對外經濟開放來提升國內的所

得，當國家的資本提升便有更多的資源去

制定更多的社會安全福利制度。從長遠的

方向來說，教育的普及與提升就是做為增

加人力資本的重要措施。 

對於開發中國家福利的發展另一種解

釋觀點則是「趨異論」（divergency thesis），

這種觀點強調開發中國家之間政治或經濟

的不同情況造成了顯著的福利體系差異。

這種差異不僅是因為對外經濟開放程度高

低，而影響福利支出水平的不同，而是在

根本上福利體系和支出項目的重心都存在

了系統性的差異。然而，趨異論的觀點也

不斷受到考驗與質疑，例如，但是有部份

學者認為事實上，無論是東亞國家或是拉

丁美洲國家，福利體系的建立和發展有很

大部分都是在威權政體下完成的，許多國

家都是繼承前威權政體的遺緒（Mares and 

Carnes, forthcoming: 5-11 ）。 Mares and 

Carnes 就批評以民主化為主要變項是無法

解釋在過去威權體制下開發中國家的福利

是如何產生，以及為什麼目前民主程度類

似的福利國家體系卻如此地不同。 

Glatzer & Rueschemeyer（2005）提出

了一個較為令人信服的論點。他們指出無

論是效率假設或補償假設都不是解釋福利

國家發展的決定因素，雖然這兩者都解釋

了全球化的壓力下可能造成的福利輸出結

果，但是最終的結果都是決定於國內的要

素。換言之，國內的要素才是形塑一國社

會政策的關鍵。而這些所謂「國內的」因

素包括：第一，國家的財富；第二，國家

與社會的關係；第三，國家與經濟的關係；

第四，國與國之間權力的關係。如果以上

四個要素被全球化所影響，那麼就可以解

釋一國的社會政策如何受影響。由此可

見，他們所強調的四個因素都和「國家」

有密切的關係，換言之，也就是一國的「政

治」具有關鍵的影響力，因此他們進一步

解釋影響一國政治背後的四個要素：第

一，社會權力的均衡（如勞方與資方的關

係）；第二，政府行動的能力（如政府徵稅

的能力）；第三，國家的經濟條件；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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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社 會 政 策 的 歷 史 遺 緒 。 Garret & 

Nickerson（2005）因而認為中所得福利國

家形成的主要因素為全球化、民主化和大

政府，他認為以上三個因素和福利國家的

形成密切的相關。 

 

Esping-Andersen（1999）認為後工業

社會對傳統凱因斯式福利國家的衝擊，造

成 1980 年代以來福利國家的危機與調

適，不同的福利國家體制所採取的回應也

不同。新自由主義式福利資本主義的美

國、英國及紐西蘭是採取解除管制，以市

場導向為主的策略來回應福利國家的危

機。歐洲大陸的組合主義式福利國家面對

1970 年代以來就業率的下降，所採取的策

略不像是英、美式的降低工資，而是以延

長退休年齡來減輕保險費負擔、私有化，

以及彈性化勞動市場等策略，以保護其職

業別社會保險體制。北歐的社會民主式福

利體制則採取微幅的調整，增加訓練與福

利提供的機會，微幅的調降福利給付，這

是建立在新制度主義下的路徑依賴理論的

結果。 

Gough（1996）以 Esping-Anderson 福

利國家三種體制為基礎，分別就三種體制

在全球化下所面臨的競爭威脅（如表 1）。

Gough 認為社會福利的支出，不必然會導

致國家經濟競爭力的下降，在高失業與工

作型態不確定的情況下，一定比例的福利

支出反而會使國家經濟、政治發展更穩

定，減少部分社會成本（註 1）（Gough, 

1996）。然而，相關勞動保障的社會安全支

出需求增加，例如年金制度。一方面年金

需求隨著人口老化增加；另一方面，以職

業為基礎的年金保險卻隨著失業以及工作

的不確定產生財源危機，歐盟在 2003 年的

社會政策主要政策目標為年金的改革，試

圖為上述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在面臨全球

化所帶來的勞動市場變遷的同時，要能調

合就業及社會安全成為各國亟欲達成的目

標。然而不同的福利國家類型，也會有不

同的政策取向： 

1.自由主義的福利國家（以美國、加

拿大、澳洲等盎格盧薩克遜國家為代表） 

主要特色：雙元福利，一以資產調查、

社會救助政策為主，提供殘補式的福利制

度，福利服務對象以老、殘、婦、孺（即

不具任何作能力者）為主，且福利提供以

基本生的活保障為限，強調當市場失靈

時，人民才被鼓勵從社會福利或取幫助。

由於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影響甚鉅，強

化了市場原則（看不見的手），市場機制的

自由調節（根據需求與供給的調配），國家

角色的弱化與消極化。採用資產調查的給

付方式，以及少的社會福利服務，並高度

仰賴私人的社會保險以因應經濟的變化。

此外其薪資政策則是以低工資為主要的生

產策略。（Swank, 2003） 

2.組合主義的福利國家（以德國、奧

地利、法國、義大利等歐陸國家為代表） 

組合主義以職業類別作為社會保險設

立與福利服務提供的基礎，社會福利與階

層、階級之間密不可分，使得歷史傳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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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留存。例如：強調傳統的性別角色與分

工（女主內─女性家務勞動的付出、男主

外─男性養家者），其福利政策與租稅制度

都強化這種現象、強調不同職業之間的劃

分，利用不同的福利提供作為劃分的基

礎、強調在社會福利提供方面，私人部門

（家庭、社區、非營利組織等等）的角色

重於國家。整合勞工、資本，以及維持長

期穩定的勞雇關係，並提供以職業為基礎

的社會保障。此種體制提供重要的社會保

障給勞工，為資方提供社會穩定性，並促

進長期發展策略的合作關係。而此福利國

家的職業基礎是促使勞工獲得工作所需的

技能，並加強勞工與雇主間的長期職業承

諾。 

3.社會民主主義的福利國家（以瑞典

等北歐國家為代表） 

主張社會權的普及，強調社會福利是

每個人民皆有權利能夠去獲得與使用，並

利用高度的所得移轉來提供福利服務，藉

以達到平等的落實。強調每一公民獲取各

種資源的平等性，不因個人的身分、地位、

職業等而有所差異。採用普及的福利方

案、供給面導向的經濟政策來強調工作的

需要。並運用積極的勞動市場政策，提供

資源，強化人力資源的培植，鼓勵在職訓

練並提供職業服務。在所得維持方案部

分，強調工作誘因，而在生產投資策略上，

若企業願將營利所得再投資，則減少其營

利稅。此外，亦對勞工提供充分就業的承

諾，並增加社會保障。 

表 1  全球化下各福利體制面臨的威脅與回應的策略 

 自由體制的國家 

（英、美） 

保守體制的國家 

（德國、義大利） 

社會民主體制的國家 

（瑞典、丹麥） 

對競爭力最

大的威脅 

不平等（需求不穩定、教

育品質不佳與社會分裂

等） 

歐洲共同體（EC）六個

原始會員國與後來加入

的歐陸國家差異大 

高稅率與非薪資勞工成

本威脅國內的資本供給 

改善方法 1.透過教育的提升 

2.技術的改良 

3.提高經濟的生產量 

1.選擇性解除市場限制 

2.賦予保險福利制度（義

大利的退休金） 

3.將社會成本導向更有生

產力的結果 

1.給付的部分刪減 

2.準市場（quasi-market）

與私營企業的擴張 

參考資料：整理自Gough I.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1(2): 
209-232. 

 

市場中的企業或者是資本，獲得了空

前的移動能力，當然這方面是拜科技發展

之賜。但是由於各跨國企業本身資產的雄

厚，以及投資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特性，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48 期 16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因此這時期的跨國企業，已經沒有早期在

封閉民族國家中那麼濃厚的民族色彩了，

反倒是對於跨國企業而言尋覓低生產成本

的國家以及可以大量出售產品的市場，成

為他們四出爭奪的對象。在這邊我們將描

述由於資本家所佔據的戰略性地位的原

因，而使得資本家在面對各民族國家政府

以及各國公民時，能夠擁有決定性的權力。 

2009 年所發生的金融海嘯不僅對國

家總體經濟體系造成莫大的衝擊，同時間

接影響其社會體系的運作。世界金融危機

直接的衝擊即是對經濟體系的影響，包括

其金融體系、出口貿易和勞動市場等等，

其中對勞動市場的衝擊更甚影響了個人與

家庭生計問題，大量的失業人口浮現使得

國家必須透過社會政策體系加以回應其所

帶來的影響。環顧目前世界各國社會政策

對金融海嘯的回應，大略可以歸納為下列

三個部分：積極勞動市場政策、勞動市場

補償性政策、緊急性社會救助體系（陳盈

方與呂建德，2012）。 

綜觀以往金融危機對社會政策體系的

影響，國家最直接的回應即是透過積極勞

動市場政策解決失業問題，在這次金融海

嘯的衝擊下，積極勞動市場政策同樣成為

主要的政策回應之一。其中以臺灣為例，

可以發現積極勞動市場政策可以區分為人

力資本取向的職業與教育訓練體系，主要

希望能夠藉此累積個人的人力資本，協助

其重新回到勞動市場（如立即充電計畫）；

工作機會創造政策則是著重於政府對私部

門企業的補貼，以協助私部門創造更多的

就業機會，抑或是直接透過公部門（政府）

開辦暫時的公共就業方案。最後，則是工

作福利模式，則是強調透過福利給付與對

工作的強制要求的結合，讓個人重新回到

勞動市場（如就業津貼）。 

其次，則是因為在失業率遽升的情況

下，直接衝擊的即是勞動市場中的弱勢失

業者，而且更為重要的是，因為在經濟情

況無法在可見的未來中看到復甦的情況，

許多補償性的政策紛紛出爐，其中，最為

重要的即是失業救助與保險體系。像是臺

灣，即提出希望能夠將領取失業保險給付

的期限從原先的六個月延長到九個月。 

第三，則是因為勞動市場情況的惡

化，使得失業者家庭的生計直接受到衝

擊。各國對此所提出的各類政策即是緊急

性的社會救助體系，希望能夠除了既有的

社會保險體系與社會救助體系之外，以緊

急性的社會救助體系協助那些直接面臨生

計問題的家庭。臺灣最明顯的例子即是「馬

上關懷」方案，提供緊急性的一次性給付

給予那些生計面臨問題的家庭。 

基本上，金融海嘯或是危機對福利國

家的影響，就目前先進福利國家而言，大

多還是利用暫時性的社會方案，而非建立

在長期性的思考底下，較少有類似大蕭條

時代如羅斯福總統所建立的社會安全體系

一般。 

 

綜言之，全球化使得全球貿易的發展

無遠弗界，跨國經濟活動為了追求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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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利，更高的報酬，全球成為一個巨大的

市場，國與國的疆界愈來愈不明顯，逐漸

朝向一個「沒有疆界的世界」（borderless 

world）發展。然而就像一個國家的經濟需

要管制一樣，「全球市場經濟當然也需要管

制」（regulate globalization），但是目前全

球經濟不管是資金的流動、資本利得的流

動都缺乏管制。而全球層級的社會管制

（social regulation）似乎也付之闕如，例

如：有關健康以及工作安全的基本社會標

準；就業保障；所得安全；各種福利服務

之基本規範均尚待建立。 

儘管國家經濟面對愈來愈國際化及開

放的情況，但是經濟活動的民主管制仍然

扮演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全球化的過程

中，一方面尋求普遍式的自由放任卻缺乏

對社會或人群（包括環境）的重視，但是

另一方面在民主的國家中，卻對民族社群

的福祉透過社會保障的制度，課以法定強

制的集體責任。這兩者在全球化的過程中

不可避免的必然產生衝突。社會政策最主

要的爭論也就在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與民主的民族國家（democratic 

national state）兩股勢力之間（Mishra, 1999: 

107）。就後者而言，民主的民族國家在戰

後建立了一個充分就業、就業保障、失業

給付、最低工資法、健康及安全立法、工

會權力制度化、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的福利

國家，但是從前者所謂全球市場經濟的觀

點來看，這些卻都是勞工成為一個可流動

商品的阻礙。更甚者，這些正是扭曲勞動

價格的元兇。在一個全球競爭卻沒有規範

的環境下，競爭的優勢似乎是建立在所謂

的彈性的勞動市場（flexible labor market）

之上。民主政治的權利在全球化過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資本家在去國家化的經濟

中，並不會為民主平等的目標而努力，因

為資本家希望經濟政策可以超越民主決定

的端點，反而可能隱密或間接地打擊民

主。因此，對全球化而言，真正令人感到

威脅的不只是福利國家的撤退，在缺乏管

制以及民主程序的情況下，民主的走回頭

路是全球化另外一個可能令人擔憂的危

機。這個危機可以從近來歐洲大選中，主

張驅趕移民的極右派政黨獲得選民青睞而

間接獲得證實。 

從自由市場之經濟發展角度而言，國

家之福利、政策的安排將阻礙國家在全球

市場的競爭力；但另一種說法則是視國家

之福利、政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互

補關係的。在呂建德（2001）之分析中，

他所主張的是後者的立場，認為全球化（特

別是貿易全球化），確實具有使得每一個人

從中獲利的潛力，但前提是必須在一個制

度化社會安全體系建立的前提下進行。例

如，就歐洲的許多小型國家而言，其貿易

依存度相當地高，因國家市場規模不足，

需仰賴出口貿易得以維持，這也使得小國

家易受世界市場景氣的影響。而若由國

家、政府力量維持社會平等、正義，建立

社會安全體系，則有助吸收一個國家曝露

在世界市場中隨著景氣循環所面臨到的風

險。其次，為因應全球化市場下的不穩定

就業型態，政府力量介入勞動市場有助於

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吸收暫時性被逐出勞

動市場的勞動力，如果能輔以適當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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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職訓練政策，將使得經濟的結構轉型

更加順暢。第三，政府力量的介入、社會

安全體系對於政治穩定性的維持具有顯著

的功能，此部分從前述之歐洲社會保障體

系的成效中可看出。最後，社會安全體系

的建立有助於維持一個健康的勞動力，而

這對於資本的順利累積來說是正面的；例

如：健康照護系統有助於健康勞動力的培

養、教育方面的投資則有助於人力素質的

增進。 

（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

授） 

：全球化、福利國家、競爭力、勞

動市場、臺灣福利體制 

註 釋 

註 1：所謂社會成本：疾病的成本、低教育水準的成本、犯罪的成本、不平等的強制成

本等。見 Gough I.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1(2): 20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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